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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聚合与精准解码:农村广播大喇叭在
突发疫情传播中的政治功能

郭　 淼　 郝　 静

摘要: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使隔离人员、信息畅达

成为防控疫情、维护秩序稳定、防范次生风险的首要任务。 农村因春节期间返乡人数激增

成为防控关键区域,对返乡流动人口及留守村民的疫情管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 为实

现精准的防疫信息传播,有效发挥风险预警的作用,广播大喇叭成为农村疫情预警和疫情

期间隔离管控等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是通过精准解码缩小政治信息鸿沟、垂直到村以增

强个体理解、激活政治参与意识的工具,是规范性政治权力虚拟聚合、政治信息传播仪式化

的表征,是基层政治治理的隐喻符号。 “溢散” 和“共鸣” 使新媒体与农村广播大喇叭实现

联动,二次传播增强了政治传播效果,创新了基层治理手段,为引导社会舆情,防范社会风

险,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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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 21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

题研讨会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

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 ,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及时防范风险、应对并化解风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

理能力。 防范社会重大风险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风险预警及应对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环

节。 重视风险预警中传播手段的建设与创新,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 [1] 的明确要求,也是突发疫情期间,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稳定政治传播秩序,提高

基层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
2020 年 1 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由武汉扩散至全国,一周时间确诊人数破万。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汇报,对疫情防控进行

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 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 调动一切力量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成为当前国家的首要任务。 此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省指挥部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先后开展一级响应,组织协调各

自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工作,各部门从保障物资供应、控制疫情继续蔓延、打击哄抬价格不法行

为、加强野生动物监管、航空铁路安全等多维度入手,力求遏制疫情蔓延。
中央政令迅速抵达各省,根据疫情传播特征,从市区到乡镇开始“封路” “封城” ,管制出行,避免

人群聚集,减少病毒感染,降低疫情传播。 各级政府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对实时监控

的疫情状况实行定期及时公开。 而在广大农村,村民卫生防范意识普遍不强,对疫情防控认知不足,
加之春节期间返乡人数激增,因年俗村民聚集性机会增多,疫情风险防控任务艰巨,稍有懈怠极易形



成聚集性爆发。 乡、镇、村等基层政府机构借助传统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及时公开疫情实况、发布疫情

预警信息和政府应对政策,及时满足群众对疫情信息的知情需求,收集群众反馈以掌握民意,把握舆

论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灵活调整完善区域性应对政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

耦合联动,在充分运用无人机、短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创新传播方式,使用广播大喇叭,精准传

播疫情预警信息和疫情应对的政策解读,提升民众政治参与感和基层治理现场感,实现因时制宜、因
地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探索。

一、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政治传播符号

疫情期间,防控形势严峻,村干部最为普遍的选择是通过广播大喇叭,使用当地方言传播防控知

识,顺口溜、快板、唠家常、戏剧等各种“土味又硬核” 的形式齐上阵,其中包括“有理有据” 宣传型、
“再三强调”唠嗑型、“温柔鼓励”提醒型、“家长训话”暴躁型等几种类型。[2] 传统的农村广播大喇叭

在特殊的疫情期间蕴含了丰富的意义。
(一)特殊情境传播下广播优势凸显

广播是依靠无线电波所传送的声音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工具,具有伴随性、广泛性、及时性和亲和

力的特性。[3] 声音具有强穿透力,使广播不受空间限制即时向用户传播信息;以声音作为表达手段,
受众门槛低,任何年龄层、文化水平的人都可成为接收广播信息的受众;相比电视的录制剪辑和报纸

的采写编辑更能及时处理、发布信息;声音本身表现力强、感染力强、更逼真、更可信、更贴近群众,可
通过直接、通俗易懂和充满感情的语言传达信息,激起听众的情感共鸣。 同时,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

媒介传播手段,与报纸、电视一样拥有相当的公信力,是国家机器发声的具象化形式。 近两年新媒体

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在日常信息传播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用户,但在特殊情境下依托封闭

性区域内的公信力,广播重新获得生命力,价值得以凸显,甚至其传播范围有限的劣势,也在疫情期

间管制出行的情境下使传播呈现出地域接近性及文化接近性下的精准化特点。 疫情期间,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人传人扩散,因此减少人员聚集、限制出行、居家隔离是主要的行动策略。 广

播大喇叭渗透性好,不受空间及交通条件,成为居家隔离受众的重要信息源;广播大喇叭传播迅速,
时效性强,传播门槛较低,普及率高,可在第一时间覆盖区域受众;且内容消费门槛低,对受众的知识

水平和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群众性强,感染力强,可强化传播效果。[4]

广播的发声满足小范围内精准受众对疫情的知情需求,真实、及时、透明的政治信息公开可消除

恐惧心理,避免谣言滋生。 近两年,互联网发展迅猛,双微平台虚拟社群众多,网络的匿名性、集群化

容易导致情绪极化、谣言传播,广播大喇叭作为特殊情境下公信力较强的政治符号能够实现农村广

泛的熟人社交中信息有效传播,可以及时辟谣,避免网络言论与行为的极化。
(二)村头大喇叭激活政治传播功能

1. 政治宣传

广播大喇叭运用有意义的符号传播预警信息和国家政策,对同一信息以不同形式向人们重复传

播,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4] 这一方式契合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意见领袖说服群体所使

用的“重复法” ,本质是在传播观念。 这种观念可以具象为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及立场态度,此
时的广播大喇叭具有政治政策宣传功能。 此外,庞勒在《乌合之众》中,从心理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了

说服群体的原则和方法———原则为尽可能简单化,说服的手段包括断言法、重复法和感染法。 而在

突发疫情感染性较强的情况下,农村广播大喇叭,将专业化的疫情预警信息与国家政策通过简单易懂的

符号传播给村民,通过不断的重复,使观念进入人的“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进而影响村民的行动。
2. 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治理

广播大喇叭是规范性权力掌握发布权的象征,是基层政治权力的隐喻和表征,是基层政治治理

的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手段,发挥预警、规范、宣传等功能。 如果一定范围的人们普遍地以某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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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或行为规范来规制权力的行使,所形成的权力可以将“强制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以使人们

服从,这种特定的权力即规范性权力。[5] 村干部作为行政体制内部规范性权力的最小个体单元,是基

层政治权力的关键要素。 疫情期间的广播大喇叭作为传播渠道,由村干部作为传播者发起,规范性

权力掌握信息发布权,向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村民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等信息,以改变村民观念、
规范其行为,且可凸显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体系中的角色、激发基层政治的生命力。 广播大喇叭不仅

成为基层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有效工具,还具有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是基层政治治理的手段。 政

治传播是实现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手段,借助各种传播媒介提供或增加民众政治意愿的表达渠

道,可提高村民对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和深入程度,对村民政治观念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能及时缓

和社会政治矛盾,通过有序的基层治理秩序以稳定政治局面。
预警传播和及时的政策回应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广播大喇叭是预警信息和政策实现精准传

播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有助于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触达受众,满足受众知情权,防止社会舆情失

范,及时防范社会意识形态风险及其他联动风险,因此疫情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依靠广播大喇

叭对预警信息和政策进行及时传播和解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虚拟聚合满足疫情时期的政治传播要求

广播作为人类听觉能力的延伸,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迅速、渗透性强的优点,且只需占用单一

听力器官即可。 农村广播大喇叭实现的虚拟聚合,满足了非常时期身体不在场的要求,即减少实体

聚合接触的机会,但信息在场的虚拟会议形式。 虚拟包括会议形式上的虚拟性,以及传统会议传播

主体的虚拟化。 虚拟形式下所形成的聚合,包括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和统一的行为框架。
所谓虚拟,既包括传统的聚合形式会议转化为使用大喇叭传达会议政策的虚拟性,又包括信息

传播主体的虚拟化。 一方面,村民因为疫情只能足不出户,使用农村大喇叭广播如同村里开会,家家

户户打开窗户就可收听,实现了具有仪式感的虚拟聚合,成为特殊时期下传统会议有形聚合的新形

式。 另一方面,由村干部和大喇叭共同组成新型传播主体,大喇叭可将某一信息记录并重复,当大喇

叭重复村干部第一条录制的信息时,承担了传播主体的角色,具有虚拟性。 这也区别于传统网络社

群所形成的虚拟聚合,不仅持有规范性权力的约束性和强制性,还具有沉浸式的现场感,可实现政治

传播的深度场景化。[6]

所谓聚合,一是实现了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 传统行政划分下的乡村开始发挥作用。 郡县制

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而现代的乡镇划分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广播大喇叭成为传达政策的重要手段,成为特殊时期基层会议的特殊仪式,更
是政治仪式化的重要形式。 广播大喇叭以乡村为单位传播信息,建立了基于已有现实社会关系的新

型虚拟社群,通过传达国家政策的解读符号,强化用户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群体身份认同,影响村

民观念,实现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 而村民观念聚合最终统一于国家的政策信息,统一于国家意

志。 二是构建受众疫情防范的统一行为框架。 预警信息传播的效果和目的在于改变行为。 村落基

础上的观念聚合表现在影响受众行为,使之形成统一的行为框架。 媒介的可信度和受众对媒介的认

同度直接影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7] 受众行为的改变往往依赖情绪驱动,而情绪波动依靠传播者

拥有强公信力、受众对信息的有效理解及其与疫情的相关性感知。
农村广播大喇叭本身既包括传播者作为村干部所蕴含的公信力,代表规范性权力;又作为传统

的主流媒体的传播工具,增强了传播者所传内容的公信力,还带来新媒体不可替代的现场感和沉浸

感,增加群众对疫情和国家政策的相关性感知,促使群众树立集体目标。 高尚的集体目标有助于增

强个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利用方言、顺口溜等对信息进行精准解码有助于受众理解信息内容,保
证了信息被有效理解。 这些要素可直接增强受众对规范性权力的认同感、政治参与感和使命感,从
而提高自身疫情防范意识,改变自身行为,进行居家隔离、戴口罩出门等行为,最终实现控制人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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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情的治理目标。

三、精准解码推动政治传播垂直化与精准化

精准解码既包括针对各区域内传播形式的精准化,精准到语言和表达方式,又包括对信息解码、
编码,使信息实现精准抵达,垂直传播。 美国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们

通过语言、文字、手势、标签等象征符号进行交往,达到共同理解。[8]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符号域,即符

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和机制,任何符号都有其意义。 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

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话。[9] 方言是一种生活语言,是该区域内成员共同认同的符号,内部形成自己的亚

文化圈,有助于区域内生活成员更好地交流思想、表达感情。[10] 索绪尔将单一符号分成意符和意指

两部分。 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 若将普通话和方言、专业术语和顺

口溜唠家常,分别视为两种意符,这两种意符分别是始源域和目标域的两种表达符号,虽然符号不

同,但其意指相同。 同时,由于结构性差异,编码与解码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

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11] 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会使信息传

播阻塞,增加信息折扣和误读。 而且符号所载之意义并不是发送者“传递” 的,而是接收者“生产”
的。[12] “意义和信息并非简单被‘传递’ ,而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

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 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运行于自身的生产条件之

中。” [13] 始源域编码主体的专业化,与目标域编码主体的生活化和参差性,使意义的生产条件存在差

距,后者难以理解前者的信息意义,会产生传播隔断。 此时村干部成为国家机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

桥梁,对信息意义加以解码,通过结合生活材料以及对群众的了解,重新编码,构建跨越不同年龄和

文化程度的群众可理解的意义符号,进而实现信息内容的精准抵达。
村干部通过地方方言这种特殊符号对官方信息解码重构,编成顺口溜、快板、戏剧等形式,可缩

小专业鸿沟,便于乡村地区群众理解信息、增强认同感。 各村方言不同,政策传达方式因村制宜,可
实现精准传播,高效地将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及时抵达目标用户,消解政治传播中因为层级传播所

带来的核心思想的传播折扣,实现垂直化传播,精准到人。 (如表 1)

表 1　 关于农村广播大喇叭内容和形式的不完全统计表(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地区 广播内容 广播形式

四川 成都 劝退打麻将、居家隔离 顺口溜

陕西 渭南 戴口罩、不聚餐、防控疫情决心和行动 秦腔《血泪仇》

湖北 南漳 不乱跑、居家看电视睡觉炒菜 顺口溜

黑龙江
双鸭山市宝清县

夹信子镇徐马村
“春节公约”不串门、居家隔离 快板

河南
信阳光山县文殊乡 “出门戴口罩,回家洗手脸” 豫剧《花木兰》

辉县 告知疫情严重性 家长训话暴躁式

安徽 亳州 不走亲戚,打电话拜年,武汉归乡观察 2 周,批评造谣的 家长训话式

天津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不乱跑 家长训话式

云南 曲靖 不出门、居家隔离、戴口罩 家长训话式

山东
无棣县 少串门、少拜年、聚会取消、用短信微信问候

泰安安肥城边院后营村 不走亲戚、呼吁领导控制、登记信息、14 天不出门 开会气息甚重

福建 闽南某村 不串门、不出门、居家隔离、戴口罩 温柔鼓励式

湖南 常德桃源县 做好充分准备不出门 再三强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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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解码有助于强化规范性权力。 规范性权力作为一种特定权力类型,它不仅是一种具有正当

性的引导性力量,它还具有不可削弱的强制性。[5] 乡村范围内的人们在以往的行政机制和人民民主

下,形成了特定的规范权力主体,即村干部。 这种权力不仅因合法性拥有正当的引导性力量,还拥有

人民民主所赋予的强制性。 农村广播大喇叭是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具象化意符,其强制性一方面体

现在广播大喇叭本身具有高度渗透性,覆盖整个乡村范围,区域内村民必然会接收到广播信息;另一

方面表现在信息由村干部通知,出行管制、居家隔离、佩戴口罩是一种政策性行为,虽居家隔离和佩

戴口罩是建议式的,但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和严肃性,能够影响和约束村民行为。 通过广播大喇叭发

布信息,规范性权力掌握了发布权,便于实现信息的层级传递,在确保信源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完善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感,维持政治传播秩序,缓释社会民众政治焦虑,减弱社

会政治风险。[14]

精准解码有助于引导社会舆情,保障社会安全。 社会舆情是一种非传统安全。 网络舆情是人们

受到疫情刺激后产生的对疫情本身及其关联领域和影响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信息集

合,[15] 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

式。[16] 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背后承载了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 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军事因

素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价值目标指向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17] 疫情的舆情发展

与社会医疗、卫生健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政治社会治理、国际交流等现实要素息息相关,需要全

国上下齐心,共同阻击。 及时、权威、有效的疫情预警信息,通过精准解码抵达用户边缘,缩小专业知

识鸿沟,满足用户对疫情信息的知情需求,实现信息对等,增强作为网络边缘受众的基层群众对政府

及主流媒体的理解和信任,影响用户线上传播行为,形成理性的民意反馈环境,并有效减少用户恐慌

以及识别谣言的能力,防止谣言滋生。 同时增强基层群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理解和信任。

四、二次传播增强政治传播效果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及微信、微博等平台对五花八门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内容的录

制剪辑,引发了二次传播高峰,与线下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联动引发了二次传播,增强了预警功能,
成为政治传播的创新传播手段。 (如图 1)现实空间中的广播大喇叭与网络新媒体在讨论疫情议题

中实现联动。 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主要通过“溢散” 和“共鸣” 两种方式实现联

动。[18] “溢散”指媒体评论的议程从新媒体流向主流媒体,以溢散方式对一些敏感议题不断扩音,这
些议题由网民爆料扩散而来,引起主流媒体大量报道;“共鸣”指主流媒体对一些符合社会主流意识

形态的话题设置议程,即主流媒体作为传播源头引发话题,随之自媒体平台利用自身特性围绕话题

背后的道义、情感发布相关文章及观点,引爆舆论场。 传统媒体与新兴的自媒体通过溢散与共鸣方

式使热点事件达到扩音的效果,即通过联动扩大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
(一)传播优势互补形成联动

从媒介的发展史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媒介每次都是迭代式发展,并非取代式更新。 广

播大喇叭是对电视报纸这两种传播媒介的补充。 在精准解码下,尤其是将预警知识、科普知识、政策

等专业性知识蕴含在接地气的方言传播语态中,补充了电视报纸等不具备的与受众之间的接近性和

趣味性。 新媒体又在媒介特征上补充了广播大喇叭劣势,完善反馈,实现录制传播。 广播大喇叭因

其独有的强渗透性凸显传播价值,成为疫情期间的重要传播媒介。 但广播大喇叭的劣势为单向传

播,难以收到反馈信息,广播信息一瞬即过,且只能被动适应广播者语速。 而在新媒体参与下,传播

者可在新媒体平台及时收到反馈,完成整个传播闭环。 例如微信上线的监控疫情,正是线上新媒体

作为联动的一种开放性反馈渠道。 同时,新媒体平台加入了花样剪辑功能、各地受众录制广播内容

后,经过拼接、倍速、放大、重复等手法,既克服了广播信息一瞬即过的缺点,又增强了吸引力,刺激私

域流量传播,与现实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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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关于乡村大喇叭和农村大喇叭的舆情发布指数线型图(数据来源:清博舆情指数)
注:2020 年 1 月 30 日前后、2 月 4 日前后微博出现两次关于农村广播大喇叭的热搜;微信平台中,央视新闻、侠客岛微信公号于 1

月 31 日前后发布的关于农村大喇叭的文章较为典型,阅读量 10 万+;抖音平台#硬核大喇叭#话题内共 3637 个视频,6. 7 亿次播放,
其中播放量 10 万+的视频大多上传于 1 月 30 日前后;且三平台所传视频具有同质化。 数据统计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

(二)二次传播强化联动效果

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与线上抖音、微信、微博平台中的短视频传播,通过“溢散”和“共鸣”相互联

动,通过对疫情这一统一议题的报道和算法推荐,互相论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增强受众对疫情

信息的理解深度,提高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和参与度,激发相关主题的二次传播。
新媒体平台中私域流量对大喇叭内容录制剪辑后的音视频加以传播,是对信息的二次传播,与

广播大喇叭直接的一次传播有所差别。 广播大喇叭更注重的是传播事实真相、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

的本地化解读,注重真实性、垂直性和准确性。 而新媒体平台的二次传播是通过私域流量中的超级

节点,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传播录制、剪辑好的广播内容视频或语音,面向个人的私域流量池

形成新的圈层式传播,在此基础上实现“去中心化” ,拓宽了受众传播面;丰富了播放和传播的形式,
通过蒙太奇手法为其赋予情绪,更注重调度公众态度。 作为个体的传播者所影响的私域流量具有高

信任的特征,保证了二次传播的传播效果。
私域流量各节点的信息传播圈层环绕在传统主流媒体的预警信息传播链条周边,与广播大喇叭

的预警工作形成联动,直至抵达政府预警信息传播的受众边缘,扩大了传播范围。 两者联动形成预

警整体,线下线上对疫情议程的共同讨论及一致态度,会影响受众对预警信息的感知、理解及相关

性,进一步改变受众作为传播者的行为,包括受众的线上传播行为和线下疫情防范行为。 当其线上

行为发生变化时,承担了 KOL、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实现二次传播。 同时,谣言经常产生于线上

虚拟社群内,社群内身份和信息的隐蔽性和圈层性,会限制公众接触其他意见的广度,产生信息茧房

的效果、导致意见极化,而线下通过广播大喇叭对网络社会民意即社会舆情的及时回复,增加了意见

传播渠道,突破茧房,及时辟谣。
(三)效果凸显联动价值

一是疫情预警效果凸显联动价值。 预警作为对灾害及各种危险状况的提前预知和防范,健全的

预警机制将会成为政府与公众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有效预防危机的前提,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满
足公众随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新需求。[19] 预警反应行为过程包括“感知———态度———行动”三个阶段,
即预警信息接收、认知和行动达成的过程[20] ,预警效果的检验在于是否改变态度、产生行为改变。
社交媒体催生新的传播格局,新旧媒体对同一议题产生信息联动,尤其是信息方向一致时,有助于增

强受众的感知能力,刺激受众快速做出态度决策和行为改变,加深预警传播的效果。 广播大喇叭是

疫情传染肆虐这一特殊时期不可或缺的传统媒体之一,也是完成预警工作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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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治传播效果凸显联动价值。 塑造基层政府形象,扩大基层治理模式的传播范围,积淀良

好的政府公信力。 村干部是政治规范性权力的代言人,其言行使政府形象的外化,广播大喇叭式的

传播方式会增强亲民、负责、有利的基层政府形象。 而单一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传播范围有限,若不借

助新媒体平台对这一事实进行传播,我国的整体基层治理模式影响覆盖面则相当有限。 互联网是聚

光灯也是放大镜,政府行为通过网络传播得到了更多展现、传播的机会,会产生跨地域的实际影响,
不仅改变其他地域受众的行为,还会增强受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同一时期相同处境下的人们会产生

心理相关性,进而互相借鉴。 例如疫情暴发初期,除湖北外,其他省市纷纷出现疫情感染者,处境相

似。 将河南的大喇叭广播内容剪辑录制后,传播到网络空间中,会切实影响其他省市网民对各地政

府和中央的态度;同时,由于各地区疫情发展状况类似,确诊人数相当,其他区域的人们会主动将河

南的受众行为作为一种参考,改变自身行为,也开始居家隔离。 而对各地大喇叭内容的合成剪辑也

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呈现,有助于群众增强对国家基层治理的信任度和认同度。

五、结语

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流言肆虐,社会恐慌情绪泛滥,妨碍社会正常秩序,激化社会矛盾,增强社会

风险挑战。 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保持信息对等、信息公开透明

极为重要,基层政府运用广播大喇叭可有效应对潜在的社会风险。 农村广播大喇叭因其及时性、强
渗透性和受众广泛性的优势,实现了虚拟聚合和精准解码,为受众带来现场感和参与感,增强其对信

息的理解和感知,影响村民的个人观念及行为,实现了观念聚合和行为框架统一,强化了基层政治权

力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保证信息精准传播和垂直传播,保障基层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同时,由于新媒

体对现实生活渗透广泛,通过与新媒体联动,可补充传统媒体劣势,完成二级传播,实现预警传播和

政治传播手段的创新联动,充分满足群众对信息的知情需求,避免谣言大肆传播,可有效引导社会舆

情,及时防范各种社会风险,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化,我国公民的风险意识和知情意识不断觉醒,社会意

识形态日趋多样,其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衍生各类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日益加剧,提升了风险治理

难度。 高风险社会下,中央和基层政府必须及时行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防范

化解社会各项风险。 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关于化解风险更需要考虑情

境,依据情境精准施策,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价值,创新各种传播和治理手段,充分发挥各手段的叠加

作用。 当然,广播大喇叭是 2020 年初农村防控疫情的重要治理手段,但因时间限制未能统计完整数

据,只能根据播放量和传播量筛选部分视频进行进行总结、量化,期待后续研究将其补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安全协同防护体系研

究”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涉民族因素舆情应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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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early
 

2020,the
 

major
 

public
 

health
 

risks
 

caused
 

by
 

the
 

COVID-19
 

have
 

made
 

the
 

isolation
 

of
 

personnel
 

and
 

information
 

reach
 

the
 

primary
 

task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epidemic,maintaining
 

order
 

and
 

stability, and
 

preventing
 

secondary
 

risks. The
 

surge
 

of
 

rural
 

people
 

returning
 

hom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as
 

become
 

a
 

key
 

area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the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of
 

returning
 

migrants
 

and
 

left-behind
 

villagers
 

is
 

a
 

difficult
 

point
 

for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dissemin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formation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risk
 

early
 

warning,
broadcasting

 

loudspeak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uch
 

as
 

early
 

warning
 

of
 

rural
 

outbreaks
 

and
 

isolation
 

control
 

during
 

epidemics,and
 

they
 

are
 

tools
 

to
 

narrow
 

the
 

political
 

in-
formation

 

gap
 

through
 

precise
 

decoding,vertically
 

to
 

the
 

village
 

to
 

enhance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
 

and
 

to
 

ac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oadcasting
 

loudspeaker
 

is
 

also
 

a
 

virtual
 

aggregation
 

of
 

normative
 

political
 

power.
 

The
 

ri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a
 

metaphori-
cal

 

symbol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governance.
 

"
 

Dispersion"
 

and
 

"
 

resonance"
 

make
 

the
 

new
 

media
 

and
 

ru-
ral

 

radio
 

speakers
 

to
 

achieve
 

linkage.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enhances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
tion

 

and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ans,
 

and
 

it
 

also
 

guides
 

the
 

public
 

opinion,
 

prevents
 

social
 

risks,
 

improves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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